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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流生态流量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除各用水部门之间竞争加剧以及生态流量保障措施执行
不彻底等已知原因外，堰高设计中未明确考虑生态流量，是导致生态流量无法满足的另一个重要
原因。本研究建议将生态流量的保障措施从供水阶段扩展到河道的设计阶段。为了更有效地满足
城市河流的生态流量，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的堰高确定框架。有别于传统框架中堰高设计重点关注
防洪和蓄水要求，并以洪水入流作为设计依据，新的框架中增加了对生态流量以及河流流速维持
的考虑，将城市河流中能为生态流量保障提供的实际流量作为入流。本研究以典型的城市渠化河
流——合肥市十五里河为案例，对新框架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旧框架会导致设
计的堰高过高，无法有效满足生态流量保障的要求，而新框架可确定更为合理的堰高，从而改善
了生态流量的保障效果。
© 2021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 on behalf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Press Limited Company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ND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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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进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城市河流被渠化[1]。作为

一种全球性现象，城市河流的渠化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

的地理区域[2]。河道渠化后，可以有效地提高河流的

过水能力，有利于防洪[3]。然而，它也减少了水流的

滞留时间，导致河流在某些时段内水量短缺[4]。不断

增加的人类用水需求，加之流域下垫面变化下雨水截留

率降低等原因，造成城市河流的干涸缺水问题更加严峻

[5]。水量短缺也导致了渠化河流的生态环境出现明显退

化[6]。生态流量保障是河流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综

合管理的基本途径[7]。
许多学者对城市渠化河流的生态流量问题进行了研

究，极大推进了生态流量相关领域的发展。生态流量核

算方法可划分为四大类：水文学法、水力学法、栖息地

模拟法以及整体法[8]。在核算城市河流生态流量时[9]，
通常会考虑栖息地、污染物稀释和娱乐（即景观）所需

的水量。为了满足污染物稀释的需求，一般采用质量平

衡方程确定所需的水量[10,11]。而为了满足娱乐或景观

的需求，生态流量核算一般采用水力学方法[12]。
在生态流量核算的基础上，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

了如何保障生态流量。这项工作侧重于使用不同的水

源，如暴雨期间收集的雨水、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和水

库的淡水资源，并以经济合理和安全可靠的方式来满足

生态流量要求[13,14]。
尽管对生态流量进行了大量富有创新性且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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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但生态流量短缺现象仍然普遍[15,16]。多方面原

因共同造成城市河流生态流量短缺。常见的原因包括：

用水部门之间的激烈竞争、设计的生态流量供水保障计

划未完全实施、有限水资源供应及其伴随的随机性和复

杂性等。此外，生态流量核算结果和保障方案与渠化河

流的物理结构密切相关[17,18]。渠化河流的物理结构设

计不当，是造成城市河流生态流量短缺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生态流量核算和保障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相互影响关

系，即河流的物理条件直接影响河流的流速和水深[19]，
而这两个因素都与生境提供、污染物稀释和娱乐等功能

密切相关，进而影响生态流量核算的结果[12]；这些结

果最终影响生态流量的供水水源选择和供水路线设置，

影响调水所需的资金投入和区域内不同用户之间的水资

源分配[20‒23]。对于渠化的城市河道，渠道由人工修

建而成。如果渠道的物理条件设计不当，就可能会增加

生态流量的需求，同时也会增加用户之间生态流量供应

和分配压力，导致生态流量保障方案很难按照计划实施

甚至最终面临失败。

在城市河道中，常常建造小型溢流型水坝（即堰）

来控制水流[24]。堰的高度是堰以及含堰河道设计的一

个重要参数[25]。在传统的堰高确定框架中，防洪和蓄

水是两个主要的关注点[26,27]。对于流域内人口密度高

的城市河流，防洪是最重要的问题。因此，设计洪水（如

重现期为20年的洪水）被设定为入流，在该洪水风险水

平下的最大设计堰高被确定为堰高[26,27]。该堰的高度

是河道内允许的堰的最大高度，它可以给河流提供最大

的蓄水能力。

然而，尽管该设计堰高有利于水量储存，但未充分

考虑河流生态流量保障问题，未考虑可用于生态流量保

障的实际流量。如果河流常见入流无法使水面上升到堰

顶，则未来的生态流量保障效果将很不理想。另外，水

华是城市河流面临的一个严重环境问题[28]，特别是污

染物降解能力有限的渠化河道。水华的形成需要较低的

流速[29]。随着堰高的增加，水流的过水断面将增大，

因此在给定的流量下，河道中的平均流速将降低。低流

速会增加水华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堰过高，而实际入流

条件对生态流量的供应能力有限，加之河道地形的作

用，部分河段的水流只能间歇性流动，其流速甚至会降

低至零。此时，水华暴发的风险将随之变高，特别是当

有持续污染物输入的情况下。

本研究旨在改进传统的仅考虑防洪和蓄水需求的堰

高确定框架，使其充分考虑城市河流生态流量保障的需

求，并降低水华等环境问题的风险。本研究选择中国合

肥市十五里河这一典型的城市渠化河流，作为研究案例

区。以下章节将介绍新的堰高确定框架以及研究案例区

情况，并探讨堰高对生态流量保障的影响。

2. 方法构建

图1比较了传统框架[26,27]中的堰高确定步骤和新

框架中的步骤。在旧框架中，堰高仅根据防洪和蓄水的

要求来确定。新框架采用传统框架确定的堰高作为堰高

图1. 用于确定堰高的传统框架与新框架的比较。v0是为减少藻华可能性而指定的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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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限阈值。由于传统的堰高确定框架是水利工程设计

的常见问题，本研究不再详细描述，只在2.3节中简要

给出关键方程。设计的细节可参考相关文献[26,27]。
在新的框架中，首先需要核算生态流量，将其设置

为河道必须满足的最小流量。然后确定用于保障生态流

量所供应的实际流量，此流量应不小于核算的生态流

量。再将实际流量作为堰的入流，并据此确定堰高。由

于城市河道中水华发生风险性高，本研究将降低水华发

生的可能性作为新框架的主要环境目标。

2.1. 生态流量核算

对于渠化的河流来说，其河道已经变成了长直的且

断面为梯形的混凝土渠道，这也导致了一些珍贵物种的

消失[30‒32]，因此城市河流生境提供功能的作用相对

较低。在本文的分析中，只考虑满足污染物稀释和娱乐

功能所需的生态流量。如果有珍贵的物种需要在河道中

给予重点保护，则应采用其他的核算方法来确定生态流

量[9]。

2.1.1. 用于污染物稀释的生态流量

污染物稀释所需的生态流量可以根据质量平衡方程

[12]确定，具体如下：

	    � （1）

式中，Qd为将污染物稀释至目标（或允许）浓度所需的生

态流量；Qp为污水体积；Cp为排入城市河流的污染物浓度； 
Cmax为规定（目标）水质对应的污染物浓度；M为通过降解

的污染物削减量；C0为用于提供生态流量（稀释）的水源中

的污染物浓度。

2.1.2. 满足城市河流娱乐功能的生态流量

渠化河道的断面变成了边坡较陡的梯形，其水面面

积通常不随水深的增加而显著增加，在流量-水域面积

关系曲线上不存在转折点。因此，对于渠化的城市河流，

设计中必须包含满足景观娱乐功能的生态流量。为确保

河床不裸露，水深通常设置为不小于0.2 m [12]。
此外，在渠化的城市河流中，河道常被堰分割成不

同河段而相互隔离。因此，水流的纵向连通性显得尤为

重要，成为支持娱乐功能以及物质交换与能源流动的关

键所在。为了保持水流的纵向连通性，堰的上游断面水

位必须大于堰高。如果水深较低，则水流不能流过堰顶。

此外，为了防止河床裸露，任何河段的最低水位应不低

于0.2 m [12]。当水位上升到堰高以上时，任意大小的

连续水流都将确保水位保持在堰高以上。因此，为了保

持河流的纵向连通性，只需确保河段最低水位大于或等

于0.2 m。在一个河段内，河段上游端的水深通常最低。

可将该处满足水深要求的最小流量设定为满足娱乐功能

的生态流量。

曼宁公式是计算明渠流量常用的公式。该经验公式

适用于明渠中的均匀流，是河道流速、水流断面面积

和渠道坡度的函数[33]。最低水位大于或等于规定水深 
（即本研究中的0.2 m）所需流量，可用曼宁公式确定：

	   � （2）

	  � （3）

式中，Qr为满足娱乐功能所需的生态流量；n为曼宁糙率系数；

A为过水断面面积；R为水力半径；S为渠道坡度；a为渠底宽

度；h为水深；m为边坡系数。

2.1.3. 总体生态流量

总体的生态流量Qe可由下式计算：

	  � （4）

式中，Qse是渠道渗漏以及蒸发产生的耗水量。

2.2. 用于保障生态流量供应的实际流量

2.1节方法确定的生态流量是城市河流应保持的最

小流量。在一定范围内，渠化河流的流量越大，对污染

稀释和景观娱乐越有利，但实践中可能无法满足这一水

量要求。向河流供应的实际水量大小取决于水资源可利

用量、不同用户的用水需求、为河流管理提供的运行经

费等因素。实际流量代表了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妥协的结

果。目前，已经存在多种方法确定可用于生态流量保障

的流量大小[34,35]。本研究将分析可用流量对堰高确定

的影响。此外，城市河流的长度通常有几公里或几十公

里，且河道内通常建有若干个堰。不同堰的入流量相互

关联且可能存在差异。实际流量情况下各个堰之间的级

联效应需要重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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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堰高上限阈值

堰高的上限阈值是遵循传统框架确定的满足防洪、

蓄水的堰高。该堰高由传统堰流计算公式确定[26,27]，
其关键公式为：

	  � （5）

	  �  （6）

	   � （7）
 
	  � （8）

式中，Qf为设计洪水流量，通过选择合适的洪水重现期并分

析历史流量资料确定；σ为淹没系数；ε为侧向收缩系数；Cd

为堰流流量系数；b为堰的长度；g为重力加速度；h0是堰上

游断面的总水头；Δh为堰顶以上的水流高度；a0为动能修正

系数；v为流速；a为渠底宽度；m为边坡系数；H为设计洪水

位；hf是根据洪水风险控制要求所确定的堰高。

在以上这些方程中，设计洪水流量（Qf）、设计洪

水位（H）和参数σ、ε、Cd、b、g、a0、a、m都是已知

或预先确定的，并用于确定未知的堰高hf。

2.4. 考虑生态流量的堰高确定

水华是城市河流的一个严重问题[28]。以往对水华

的研究表明，当流速较高时，水华很少发生[36‒39]。
因此，在确定堰高时应考虑保持河段内较高流速，以减

少水华发生的可能性。

各河段内的水流流速并不均匀。本研究将堰上游断

面的流速近似代表该堰上游河段内的流速。堰上游的流

速应不低于指定的流速（v0）要求，以减少水华发生的

可能性。

与确定堰高上限阈值相同，新框架中的堰高也由堰

流公式计算得到。二者主要区别在于：在降低水华可能

性的堰高确定过程中，来水量（过堰流量）为保障生

态流量所需的设计流量（Qre）（如果设计流量Qre随时间

变化，则取其最小值作为来水量），流速（即v0）已知，

而在确定堰高上限阈值（hf）时，来水量为设计洪水的

洪峰流量，且最高设计水位已知。同时为满足防洪要求，

要求设计堰高不大于hf。

	  � （9）

	   � （10）

	  � （11）

	 �  （12）

式中，Qre为保障生态流量的设计流量；he是考虑生态流量而

确定的堰高。

在上述公式中，设计流量（Qre）、流速（v0）、根据

防洪要求确定的堰高（hf）以及参数σ、ε、Cd、b、g、
a0、a、m为已知或预先确定的变量，并用于确定未知的

堰高（he）。

3. 案例分析

十五里河位于安徽省境内，为中国第五大淡水湖

巢湖的上游入湖河流，贯穿合肥市城区。河流全长

22.64 km，流域面积为111.25 km2。为增强河道的泄洪

能力，河道已被改造成典型的梯形断面，并采用混凝土

衬砌。河道内建有8座拦水堰，用于满足蓄水和提供生

态流量的要求。

由于上游地区的过度取水，十五里河河水水量来源

受到限制，导致河流呈现间歇性干涸。为了恢复河流的

景观，为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娱乐场所，当地政府计划

通过一系列河流生态治理工程提升十五里河河水水质，

并确保河流的生态流量得到保障。其中，对境内的十五

里河污水处理厂（提升后处理能力为2.5 × 105 t·d–1，相

当于2.89 m3·s–1）和胡大郢污水处理厂（提升后处理能

力为1.0 × 105 t·d–1，相当于1.16 m3·s–1）进行提标改造，

使其能够满足生态流量保障需求。收集的雨水和天鹅湖

湖水不再作为常规水源。所有排入河流的工业与生活废

水都将由以上两个污水处理工厂处理，使其排放水质达

到地表水IV类标准[40]。此外，为了控制由雨水冲刷产

生的非点源污染，十五里河流域内还将建造众多雨水调

蓄池。以处理收集的雨水，使雨水排入河流前能达到地

表水IV类标准。据工程规划，污水控制和处理项目可

以有效控制排放到河流的污染物，使河流水质最终优于

允许水质标准（地表水V类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用

于污染物稀释的生态流量可以忽略。

两个污水处理厂规划的排放水质将达到地表水IV
类标准，高于河流允许排放的地表水V类标准。十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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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污水处理厂（2.89 m3·s–1）出水，先调入上游规划的

徽州大道湿地做进一步处理，然后调8个堰以上的天鹅

湖（A点）的下游河道。从胡大郢污水处理厂排出的中

水（1.16 m3·s–1）将直接排入河道，以保障生态流量[图 2
（a）]。

4. 结果

本研究并没有改变堰的数量和位置，而是为了检验

所提出框架的有效性重新设计了堰高。在未来的研究

中，将堰的位置及其类型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将有助

于扩展本研究所提出的框架。堰的类型直接影响堰流淹

没系数σ、侧向收缩系数ε和流量系数Cd。在确定堰型后，

以上这些参数可以通过参考水工设计手册或相关标准来

确定。为了减少计算的复杂性并专注于确定堰高，本研

究将σ、ε和Cd的取值分别设置为1（表示无淹没）、1（表

示无侧向收缩）和0.502（常用值）[27]。如果其他实际

案例中这些参数的取值发生改变，仍然可以按照本研究

提出的框架重新确定堰高。此外，先前对水华的研究表

明，当流速大于0.1 m·s–1至0.2 m·s–1时，水华的发生概

率较低[36–39]。因此，本案例考虑了两个指定的维持

流速（v0 = 0.1 m·s–1和0.2 m·s–1）。

表1总结了流速v0 = 0.1 m·s–1和 0.2 m·s–1时所需的堰

高。根据新框架确定的堰高低于现有的堰高。这一变化

是因为旧堰高是根据河流中的设计洪水的峰值流量确定

的，其没有考虑流速或生态流量的要求。而在新框架下

计算的堰高，考虑了生态流量供应所需的实际流量情况

以及流速维持的要求。所需的堰高也因河段而异，河段

1位于天鹅湖与最上游堰（堰W1）之间，第8段位于最

下游（堰W7和堰W8之间）。本研究不考虑堰W8下游

的河段。在两个v0取值下，所需的最高堰高都出现在堰

W5，在v0 = 0.2 m·s–1和0.1 m·s–1时，堰高分别为0.77 m
和1.73 m。最低所需堰高出现在堰W4，在v0 = 0.2 m·s–1

和0.1 m·s–1时，其堰高分别为0.44 m和1.02 m。

生态补水线路下，S1、S2、S3、S4、S5、S6、S7、
S8河段[图2（a）]的流速分别为0.05 m·s–1、0.05 m·s–1、

0.08 m·s–1、0.04 m·s–1、0.10 m·s–1、0.22 m·s–1、0.02 m·s–1、 
0.02 m·s–1。其中，只有堰W5和W6的流速大于或等于

0.1 m·s–1。堰W7和W8的流速最低，位于这些堰的上游

河段发生水华的风险最高。除了通过水处理和增加流速

来降低营养物浓度外，机械曝气也被视为一种有效手段

而被广泛应用。为了减少水华的可能性，建议在堰W7
和W8对应的S7和S8这两个流速最低的河段安装机械曝

气装置。

我们进一步核算了各个河段为了满足流速标准所需

的流量大小（表2）。在现有的供水条件下（两个污水处

理厂合计的供水量为2.32 m3·s–1），S3、S5和S6河段在
图2. 生态流量保障的输水路线[41]。（a）旧路线；（b）本研究提出的
新路线。

表1 当前生态流量供给条件下所需的堰高

Flow velocity (m·s−1)
Weir Height (m)

W1 W2 W3 W4 W5 W6 W7 W8

0.2 0.60 0.56 0.49 0.44 0.77 0.70 0.59 0.59

0.1 1.37 1.28 1.14 1.02 1.73 0.70 1.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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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m·s–1的流速情景下可以满足流量要求；相应地，当

流速设置为0.2 m·s–1时，只有S6河段满足流量要求。因

此，由于目前的堰高过高，无法满足降低水华风险所对

应的生态流量要求。

5. 讨论

5.1. 堰高的筛选

上文所述的堰高与十五里河当前的生态流量调度方

案相对应。在实际的生态流量调度中，常常在调水方案

确定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堰高。然而，由于生态流量保障

的重要性，也可以首先确定生态流量的大小，之后由工

程设计人员根据新框架计算出一个堰高的可接受范围，

并最终从中确定一个首选的堰高方案。

可能性最低的堰高方案对应于只满足最小生态流

量的情景。相应地，可能性最高的堰高方案对应于所

有的可调配水量都位于河流的最上游[图2（a）中的A
点]注入河道的情景。S1、S2、S3、S4、S5、S6、S7、
S8河段的最小生态流量分别为0.56 m3·s–1、1.33 m3·s–1、

1.00 m3·s–1、1.33 m3·s–1、1.10 m3·s–1、0.50 m3·s–1、

1.04 m3·s–1、0.90 m3·s–1。S2河段的最小生态流量为

1.33 m3·s–1。因此，满足S2段生态流量的情景下，其下

游河段的实际流量将不小于1.33 m3·s–1。在最小生态流

量下，堰W1、W2、W3、W4、W5、W6、W7、W8的
堰高分别为0.27 m、0.66 m、0.58 m、0.51 m、0.42 m、

0.42 m、0.35 m、0.35 m。该堰高指的是在当前河道物

理条件下可允许的堰高的最低值。在堰的设计中，无论

采用何种生态流量调度方案，堰高都应高于此数值。对

于十五里河来说，生态流量的稳定供水来源为十五里河

以及胡大郢污水处理厂产生的中水。当胡大郢污水处理

厂出水（1.0 × 105 t·d–1）和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的部分

出水（1.0 × 105 t·d–1）全部完成时，各河段最大的常规

稳定补水量等于2.32 m3·s–1（2.0 × 105 t·d–1）；十五里河

污水处理厂的其余出水将调往流域其他地区。调蓄雨水

以及天鹅湖的补水水源并不稳定，因此在本研究中暂不

做考虑。表3总结了上述稳定补水条件下各堰相应的堰

高，表中的数值是此情景下满足0.1 m·s–1流速要求的堰

高上限阈值。

在确定了可接受的堰高范围后，我们通过择优设计

生态流量的供水路线和调度方案，并将流速阈值设置为

0.2 m·s–1，以进一步确定优选的堰高。之前的供水路线

[图2（a）]将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的污水调配到紧靠天

鹅湖下游的河流中。所需的管道长度将超过21 km，每

天将向上游输送1.16 m3·s–1的水量（1.0 × 105 t·d–1）。这

种调度方式每天的运行成本较大。为了降低成本，我们

建议采用修改后的供水路线[图2（b）]。S2和S4河段的

生态流量要求均为1.33 m3·s–1，相当于1.15 × 105 t·d–1，

而胡大郢污水处理厂的中水（1.16 m3·s–1，1.0 × 105 t·d–1）

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必须综合利用胡大郢以及

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来满足生态流量。我们建

议减少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的大规模长距离输水。在

这种新的调水方案中，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将以

0.23 m3·s–1（1.99 × 104 t·d–1）的流量输送至S2河段，胡

大郢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将全部输送至A点。值得注意的

是，上述拟定的生态水量调水路线和筛选的堰高仅试图

满足最小的生态流量要求（最小水深至少为0.2 m）。当

水量更为充足或水质改善要求较高时，可以采用更大的

生态流量作为保障目标。

5.2. 研究的可改进之处

本研究通过维持流速，以减少城市河流水华暴发的

可能性。除流速外，营养物质含量是决定水华发生条

表2 满足抑制水华流速要求的流量大小

Flow velocity (m·s−1)
Required flow (m3·s−1)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0.2 5.20 5.10 3.20 6.20 4.60 2.00 13.00 11.80

0.1 2.60 2.50 1.60 3.10 2.30 1.00 6.00 5.00

表3 胡大郢污水处理厂出水及部分十五里河出水由上游河段注入河流情景下对应的最小堰高

Flow velocity (m·s−1)
Weir height (m)

W1 W2 W3 W4 W5 W6 W7 W8

0.2 1.28 1.19 1.05 0.94 0.77 0.70 0.59 0.59

0.1 2.82 2.64 1.50 2.09 1.70 0.70 1.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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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另一个主要因素[42]。以往关于营养物质含量对水

华影响的研究给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一些实验研究发

现，氮（N）和磷（P）浓度对藻类的生长具有同等的

限制作用，两者都是促进水华的必要条件；另外一些实

验则发现，N是决定藻类水华的限制性因素[43]。在加

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进行了37年的全湖试验解决了这

一困惑[44]。该研究表明，在N限制的水体中，蓝藻对

N固定的作用明显，可以使藻类生物量的产生速度与P
浓度成正比，导致水体高P浓度时藻类大量繁殖。因此，

为了降低水体富营养化水平，管理的重点必须放在降低

水中的P浓度上。

学者对引发藻类大量繁殖所需的P浓度阈值存在分

歧，但已经证明0.1 mg·L–1的浓度足以引起藻类大量繁

殖[45]。0.1 mg·L–1的P浓度阈值也是《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 3838—2002）中划分Ⅰ类（地表水最高水质

级别，适用于源头水以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水体）

和Ⅱ类（适用于饮用和捕捞等，水质要求较高）水体标

准的分界线[40]。在城市河流中，水质很难达到Ⅲ类标

准（适合饮用和垂钓，水质要求不高）或更高水平，因

此通常认为V类标准（P的浓度为0.4 mg·L–1，适合农业

和河道景观）是渠道化城市河流可以接受的水质。因此，

建议在渠化城市河流的堰高确定过程中，将流速维持作

为生态流量保障的重要工作。

不同河流的流速阈值（v0）可能不同。本研究基于

以往研究，将流速阈值初步设定为0.1 m·s–1和0.2 m·s–1 
[36–39]。鉴于本研究目标是改进水资源管理方法，而不

是探讨导致水华形成的生态和环境机制，本研究将流速

阈值做了该简化处理。当营养物质浓度特别是P浓度很

低时，工程设计者与河道管理者可适当降低速度阈值；

相应地，也可以通过适当提高流速阈值，来实现生态流

量保障目标。在堰高确定之前，可以进行详细的实验来

确定这个流速阈值。其取值可能与水温、流速、营养物

质含量等因素有关，应根据环境和生态领域的相关实验

来确定。在这些试验中，必须根据待治理河流的实际情

况确定其水质和温度特征，并利用预测模型分析P浓度、

流速、水温和藻类生长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将减少水华发生的可能性作为生态流量保障

的一个重要环境目标，并利用河水的流速来减少藻类大

量繁殖的可能性。也可以采用其他方法来防止藻类大量

繁殖，如物理、化学、生物等措施[46]。以上所有的方

法都需要一定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且存在失败的可能

性。因此，我们建议将生态流量保障作为堰设计的强制

性约束条件，并纳入城市河流生态流量配置与生态调

度，且在必要时充分考虑其他的替代方法，作为保障生

态流量的可选或附加措施。

此外，每个河段内的流速并不是均匀分布。本研究

采用简化的方式，利用堰上游断面的流速来表征河段内

的流速。比较保守的方法是利用一维水动力模型，确定

河段中流速最低的位置，并保证该位置的流速高于给定

的流速阈值v0。如何将一维水力模型纳入城市河流生态

流量保障的新框架中，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6. 结论

河流生态流量核算和保障已有大量的研究。本研究

提出将传统的生态流量保障框架，由供水阶段扩展到河

道设计阶段。本研究提出的堰高确定新框架，能够更有

效地满足典型城市渠化河流对生态流量的要求。根据该

案例研究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旧框架确定的堰高，会导致生态流量需求

过大，现有可利用水资源可能难以满足生态流量需求。

新框架在确定堰高前，会重新评估生态流量和生态补水

可用的水资源量，并根据可用水量来确定堰高，而非如

旧框架中只着眼于防洪的要求。根据新框架确定的堰

高，更适用于河流生态流量保障和流域水资源管理。

（2）在传统的堰高确定框架中，防洪和蓄水是主要

关注的问题，而生态流量及其保障效果没有得到明确考

虑。在新的框架中，明确考虑了城市河流的生态流量，

并在生态流量保障中关注了如抑制水华发生等重要的环

境目标。

（3）案例研究结果表明，根据旧框架确定的堰高过

高，导致水华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4）本方法适用于无排水底孔的堰体。对于有排水

底孔的堰，其堰高主要由防洪高度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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